新加坡组屋政策与中国住房市场——新政治经济学分析 by 阳旭东
2018 年 3 月 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Mar． 2018
第 36 卷 第 2 期 Humanities ＆ Social Sciences Journal of Hainan University Vol． 36 No． 2
新加坡组屋政策与中国住房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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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住房是民生问题，也是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新加坡组屋政策堪称世界典范。组屋政策
体现了居住的本质属性，同时被政府赋予政党竞选、社会稳定、国家认同、种族融合、社区建设、城市开发、
经济发展等多重意蕴。政府通过组屋政策很好地解决了各类社会问题，履行了社会管理职能。住房作为
生活必需品，其首要属性是居住属性而不是经济属性。我国政府应结合国情，学习研究新加坡成功经验，
为中国住房市场的长期健康有序发展提供有益的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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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早期是英国殖民地，1959 年成立自治邦，1965 年脱离马来西亚独立建国。二战后因本地人口
高出生率，周边国家动乱，大量移民迁移到新加坡，导致国内人口激增，让本已严峻的“屋荒”现状雪上加
霜。糟糕的住房条件造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给国家带来了极大的不稳定。如何解决社会公众住房问
题?建国总理李光耀领导的人民行动党政府采取英国殖民政府安抚民心的“善治”———“居者有其屋”计
划(Home Ownership Scheme) ，开启新加坡公共住房的“组屋时代”(组屋:组合房屋简称)。新加坡组屋政
策一开始既是发展型社会政策的形式，又是建立新国家的实质性工具①。1960 年新加坡政府成立了建屋
发展局(HDB) ，是组屋唯一提供者，国家免费提供土地，由其统一规划建设管理，向低收入的困难民众提
供廉价公共住房，以实现“有恒产者有恒心”，在国家前途渺茫之际，以此增加民众对政府的信心。为改变
新加坡落后面貌，推进国家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1966 年政府颁布了《土地征用法》，开始通过强制性手
段，以低廉的价格征用私人土地作为公共用地，支持组屋建设。经过 50 多年的发展，新加坡民众居住条
件不断改善。截至 2016 年，超过 87%的新加坡人居住在政府兴建、环境优美的组屋区，其中公共自有住
房率达 95% 。李显龙总理曾在 2007 年国庆群众大会上自豪地说:“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能做到(居者有
其屋)———公共房屋不但美观、负担得起，而且风景迷人。”②2010 年 9 月，新加坡建屋局获得崇高的联合
国“人居奖”。新加坡也连续多次被联合国评为全世界最适合人类居住的国家(城市)之一。新加坡成功
的组屋模式，吸引了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学习与借鉴。
一、“组屋”体现了房屋居住的本质属性
两千年前，著名诗人杜甫所作《茅屋为秋风所破歌》，诗中“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
千古名句，为世人立下治国标准———“居者有其屋，耕者有其田”。两千年后，新加坡历届政府始终秉承这
一理念，创造了新加坡组屋制度，演绎了政府执政为民的样本。建国总理李光耀认为:“如果每个人都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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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自己的住房，他们就会觉得自己是国家的主人，会把捍卫国家当作自己的一份责任。”①新加坡国土面
积狭小，资源匮乏，为解决严峻的住房问题，1960 年新加坡政府制定了第一个“五年建屋计划”，开始在全
国大规模兴建公共住房，将建成的房子租赁给低收入困难家庭。第一个五年计划内，政府共建造 5 万余
套组屋。1964 年政府开始积极推行公共住房自有化政策，采取中央公积金制度、政府津贴制度，鼓励中低
收入家庭以分期付款方式购买廉价组屋。新加坡是资本主义国家，理应采用自由市场经济模式，强调市
场力量在解决经济社会发展问题中所起的作用，重视市场效率而抑制政府干预。但是，新加坡政府为了
兑现“居者有其屋”“给广大民众安个家”“给民众建长久的家”三大承诺，强势介入，以实现公共住房的有效
供给，体现了住房居住的本质属性。2010年约有 82%的新加坡民众购买了政府提供的组屋。2016 年新加坡
组屋总量已超过 150万套。新加坡人均住房拥有率远高于英国和美国，真正实现了“居者有其屋”的梦想。
新加坡成功的组屋政策让政府获得诸多国际荣誉。为什么历届政府都坚持“居者有其屋”这一基本
国策，而不是为了赢得政权的选举语言呢?因为组屋政策含有深刻的新政治经济学意义。
二、“组屋”的新政治经济学分析
新加坡组屋政策，是基于特定的历史背景、政党斗争、国家构建的条件下实施的。新加坡建国时，李
光耀领导的人民行动党以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为执政核心思想，提出“居者有其屋”的惠民工程。组屋政
策不只是为了解决民众住房问题，还被赋予了政治、经济意蕴:新加坡政府认为住房问题不单是一个民生
问题，也是一个关系国家安全与稳定，人民认同与政府责任的政治问题，还是一个建立民众与国家之间利
害关系，达到城市开发、经济发展、国家繁荣的经济问题。
(一)政党的政治考量
新加坡议会民主制是源自英国的殖民遗产。新加坡建国后，在制度变迁中逐渐塑造了独特的政治模
式:“一党长期执政、多党并存”。人民行动党一直以建立一个真正为人民服务的国家为己任，其执政时所
积极落实的政纲之一，就是为广大民众兴建新加坡式廉价而舒适的住房———“组屋”。基于国内政党竞争
和政治考量，每次国会议员选举，组屋都会成为执政党与反对党激烈交锋的话题，争论主要焦点为:
1．组屋价格。政府主管部门负责人经常在国会问询时强调，组屋价格是民众可以承受的水平。以新
加坡非成熟组屋区价格来看，2016 年售出的新组屋，屋主平均房贷占家庭月收入 25%，仍在 30% ～ 35%
警戒线以下①。但是，反对党却认为组屋价格超出大部分民众的实际购买水平，尤其是年轻人。国会选举
期间，反对党工人党在竞选宣言中，就房屋政策提出多个建议，包括将新组屋售价与购屋者收入中位数挂
钩，让新组屋更便宜。
2．组屋翻新计划。新加坡从 20 世纪 60 年代开始，一直在陆续修建组屋，随着时间流逝，以前的组屋
日益陈旧。为改善民众居住环境，政府逐年对部分组屋区进行翻修计划，给组屋区换上新装，注入活力。
但是这一举措同样遭到反对党批评，其认为是执政党用来骗取选票的手段。2011 年 5 月，国会选举中，工
人党一举获得国会 6 个席位，执政党得票率却下降了 6 个百分点。究其原因，当年组屋价格直线上升，让
许多等待购买首套组屋的新加坡人“望屋兴叹”。这一现象，造成选民对执政当局不满。组屋制度是人民
行动党一贯政治承诺，是新加坡公共住屋政策核心。如果说 1965 年新加坡独立时，实施的国民服役制度
是为建军以保卫国家安全，那么组屋就是政府给新加坡人在自己国家拥有的有形资产，并让其关心国家
建设与发展。
1959 年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在全民选举中获胜，一直蝉联执政至今。在以往历次民主选举中，各反对
党派与人民行动党进行公平竞争，都无法取得突破表现，主要原因是人民行动党信守创党时承诺:勤政爱
民，为民服务，建设国家的辉煌政绩，积极推动新加坡持续发展与繁荣的良治之道。人民行动党成功的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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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政策，不但塑造了一个国民有凝聚力的新加坡国，也为蝉联执政提供了难以匹敌的政绩。把住房问题
当作关乎党执政根基的头等大事，坚持让每个新加坡人都拥有一份“有恒产者才会有恒心”的不动产。
对于新加坡这种移民国家而言，这个“恒心”既是对国家的归属感，也是对执政党和政府的信心。
(二)社会稳定的基石
20 世纪 60 年代新加坡经济基础薄弱，社会治安环境恶化，国家极不稳定。如何解决这一严峻的政治
问题?当时政府吸纳了我国古代孟子“民无恒产，则无恒心”的思想，采取让无产阶级变成有产阶级“居者
有其屋”方法，决定让新加坡家庭拥有自己的住房。李光耀在其回忆录中写道:“我要建设一个居者有其
屋的社会。人民购买住房和租赁组屋的态度形成强烈对比。屋主为能购买住房而感到自豪，而政府津贴
的廉价租赁组屋则被严重滥用，维修也差。我深信，如果每个家庭都有自己的住房，国家将会更加稳
定。”①
1964 年后政府大力兴建各类适合不同家庭的公共住房，以低于市场价格出售给民众，同时建立以中
央公积金为主体的住房配套制度，政府特别关注首次购屋者，尽最大努力确保民众买得起住房。组屋是
政府用来解决老百姓居住问题的，不能当作投机套利的工具，拥有私人房产者不能同时拥有组屋。政府
通过组屋计划解决了大部分民众住房需求。新加坡组屋不只是给民众提供了安居之所，也是民众宝贵的
‘储备’，更是一个家，一个可以扎根、组建家庭、建立友谊和情感的家园。从长期意义来看，组屋政策将民
众固定在一定的范围，有利于推动社区形成与发展。民众会为个人利益，积极参与到社区事务管理中来，
扩大民众与政府组织、非政府组织、社区、邻居交往，形成良好的动态社会治理。有资料表明，实行组屋政
策后，新加坡刑事案件由从 1964—1970 年 700 多宗，到后来的 10 多年只有 10 宗，现在几乎没有重大治安
事件，社会更加安全稳定。组屋不仅让民众安居乐业，也使社会更加稳定。
(三)国家认同的塑造
新加坡是一个多种族、多宗教、多文化的移民社会。1965 年独立建国后，外部面临马来西亚和印度尼
西亚等伊斯兰势力敌视和包围，内部有具有离心倾向的华人、马来人、印度人、其他种族等族群并存，面临
着严峻的国家认同缺失现实。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构建各种族都认可的同一国家是新政府面对的巨大
挑战。人民行动党政府以“居者有其屋”为策略选择，把组屋政策作为构建国家认同的一种手段。李光耀
曾强调:“新加坡要建立一个多元种族的国家，我们将建立一个榜样。这不是华人国，这不是马来国，也不
是印度国。每个人都有他的地位，平等、语言、文化、宗教……让我们成为真正的新加坡人，不论种族、语
言、文化、宗教，团结一致。”②从新加坡发展历程来看，各移民族群没有相同的历史基础，华人、马来人、印
度人都有自己的文化认同和强烈的离心倾向。为建立各族群都认可的国家，新加坡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政
策来培养民众的“国家意识”，包括文化、教育、就业、选举、语言等。政府在依托组屋解决民众住房问题的同
时，制定了与其相关的各类制度，希望以此推动多种族多宗教和谐社会的建设，达到民众对国家认可的目的。
新加坡实施“居者有其屋”政策的同时，建立了以中央公积金为主的保障机制，确保大部分人买得起
组屋，以保证组屋政策可以得到有效执行，步入良性发展轨道。政府通过组屋把个人与国家利益关系紧
紧捆绑在一起，促进新加坡一体化进程，建立共同的价值观体系，培养新加坡民众的国家意识，构建国家
认同③。正如李光耀所言:“只有当新加坡人拥有自己的住屋，而且是自己有价值的资产，他们才会为保卫
这个年轻的国家而战。有两代人已经在组屋里成长。公共组屋协助塑造我们特有的国家认同感，以及作
为新加坡人共同的记忆。它建立并促成我们的社区精神，也为我们的社会稳定和经济增长奠定基础。”④⑤
对新加坡人而言，拥有组屋是其最大资产，有属于自己的住房更能认可新加坡国家。组屋政策有效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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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了新加坡人提高国家认同感。
(四)社会融合的手段
新加坡是一个天生种族宗教问题脆弱的国家，宗教和国家认同相冲撞，是其独立伊始就面对的矛盾。
殖民当局实施“分而治之”的隔离政策，造成各族群分割居住并形成自己的社区和民族文化认同，处于不
同的社会地位，这极易挑起各族群之间的紧张关系，造成暴乱事件发生，成为社会动乱根源之一。20 世纪
60 年代，新加坡曾爆发两次震惊全国的种族流血冲突。新加坡是以华人为主体的国家，受中国儒家思想
影响，倡导“家庭为根，社会为本”的优良传统价值观，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是政府制定政策的出发点。1989
年政府颁布“种族融合政策(Ethnic Integration Policy)”，通过组屋、语言、选举等一系列制度巧妙的设计，
逐渐塑造新加坡人生活方式。在多元种族的新加坡，种族冲突是一种不理性无知的行为，种族和谐对社
会凝聚力至关重要。为促进不同种族融合，避免族群空间分裂的社会问题，新加坡组屋政策渗透了混合
居住的理念，多元社会特点深入到微观社区居住安排细节之中。建屋局为组屋区和个别座组屋设置有居
民种族顶限:华族在全国人口比例是 77%，在组屋区顶限是 84%，而个别座组屋顶限是 87%;马来人在全
国人口比例是 14%，在组屋区顶限是 22%，而个别座组屋顶限是 25%①。通过在组屋单位按人口比例分
配给不同种族居民，达到平衡的族群混合，确保组屋区有健康的种族比例，避免各种族聚落式群居形成，
实现了各种族平等融合发展。组屋种族比例政策让不同种族国人生活在同一社区，通过日常交往增进各
族群之间友好关系，为种族融合、社会稳定、价值观形成提供了社会物质基础②。
目前，新加坡人习惯和不同种族比邻而居、一起工作，不同种族的孩子们上同一所学校，用同一种语
言自由交流。2015 年新加坡国立大学就新加坡社会融合问题对市民做了问卷调查，分析结果显示:(1)新
加坡人对各种族各宗教持更开明想法，马来族对可能接受其他种族和信仰持保留态度，华人和印度人更
可能容忍其他种族和信仰。(2)新加坡 85%的民众可以接受三大种族和五大宗教的任何人出任总统、总
理、国会议员。2017 年 9 月 13 日，出身贫寒住在组屋的马来族哈莉玛当选新加坡首位女总统，就是社会
融合的最好例证。
孟子曰:“有恒产者有恒心。”组屋政策既有惠于人民，又促进社会和谐，是“大同社会”的现实版本。
展望未来，新加坡要发展成有共同民族性的国家，仍需行稳致远。
(五)社区建设的枢纽
新加坡组屋是国家凝聚力建设的核心工程，是国家提供给民众的一种福利待遇。随着组屋政策逐年
推进，对公共住房用地需要越来越大。为科学合理利用土地资源，政府对新建组屋进行科学超前的规划
设计:40%土地用于住房，其他土地则用于建设配套设施，居民可以在新组屋区工作，小孩可以在新组屋
区学校读书，同时交通规划为居民提供了高度的便利性。新加坡社区发展是依托新建组屋来推动。快速
的城市发展、人口重新安置的计划、低廉的组屋价格，吸引着不同背景新加坡人成为新组屋区一份子。组
屋实行先到先得规定，把四面八方不同背景不同种族的人混居在一起，取代了“甘榜”(马来语:村庄的意
思)的熟人社会。为维系东方社会传统的家庭观念，政府鼓励夫妻在靠近父母居住地点购买组屋。同时，
为传承儒家亲情伦理精神，政府以津贴优惠方式专门提供一房式相连和三房式组屋，满足多代同堂的大
家庭相邻居住、相互照应的需要。组屋区全部敞开，没有围墙，底层是架空层并配置有休闲、娱乐设施，邻
里组团中心、邻里中心、新镇中心和区域中心等构成的多层次的社会网络。从结构上看，一个邻里组团中
心一般由 4 ～ 8 栋组屋组成，1 000 ～ 2 000 个住户，设有儿童游乐场、便利店、巴刹(菜场)中心。一个邻里
中心一般包含 6 ～ 7 个邻里组团中心，6 000 ～ 1． 2 万个住户。一个新镇中心包含 5 ～ 8 个邻里中心，4 万 ～
10 万个住户。新镇配套公共设施集中在镇中心及周围，主要有学校、邮政所、体育场馆、医院、公园、交通
转换站等。每个区域设有一个区域中心，内设各种大型商场、图书馆、娱乐休闲馆等服务设施，同时都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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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工业项目穿插其中，这些独特的设计既便利了附近民众的生活，又为居民创造了就业机会。每个新镇
都是新加坡人口的缩影，居住着不同种族、宗教、语言、文化、收入的人群①。随着一个个新镇落成，逐渐形
成许多崭新的社区。经过多年建设发展，新加坡建立起完善的社区管理体系，政府相继在各地社区中心
成立了“人民协会”“运营委员会”“公民咨询委员会”等基层组织，加强对社区有效管理。
新加坡政府通过组屋分配把传统的居住形式打散，重新构建新的社区，以此巩固社会结构，促进社会
团结与增强社会凝聚力，把一个具有异质性的由多元种族、多元宗教、多元文化组成的社区团结起来，推
动国与民互动，以建立一个有韧性的国家。
(六)城市开发经济发展的助推器
新加坡组屋建设对城市开发、经济发展有显著的推动作用。一方面，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城市扩张，
中心地段土地资源日益稀缺，政府利用市郊土地价格低廉、土地面积大的优势，以组屋为中心进行新镇开
发和建设。在组屋建设过程中，政府规划了快轨、地铁、地面公交系统等交通设施;医院、学校、花园等公
益设施;便利店、湿巴刹、小贩中心、食阁等生活服务设施;同时有为新镇附近居民提供就业岗位的轻工业
园和小型加工厂等。换言之，在哪个区域建设组屋，相关交通、公益、商业等各类设施就会围绕兴建，周边
区域就会形成一个成熟的城市新区。以组屋为核心而兴建的新镇、社区，相对城市中心而言，既保持其独
立性又具有相通性，通过便捷、高效的交通设施与以公共交通为主的繁华城市空间紧密相连，做到了城市
的均衡发展。面对新加坡民众对组屋的巨大市场需求，组屋建设在创造众多就业机会的同时，也推动了
国内建筑业、地产业、住房市场发展。中国驻新加坡使馆经商处数据显示，在 2007 年，应市场需求，新加
坡建屋局推出多个新组屋住宅项目，使公共住房建筑业合同同比增长了 50%，达到了 18 亿新币，整个新
加坡建筑业同比增长了 46%，合同承包总额达到 245 亿新元。组屋建筑业的发展为社会提供了大量就业
岗位，推动了相关制造业、电器家具业、装饰装修业等产业发展。
政府为民众提供价格低廉的组屋，降低了居住成本。由于民众不用承担过度的经济压力就可以解决
住房问题，同时分享伴随经济繁荣使组屋升值的收益，民众生活有较好的保障，一定程度上减轻了政府的
财政负担。成功的组屋政策让新加坡劳动力具有成本优势，使政府能够实行低税率、税收优惠补贴政策，
增强了新加坡国际市场竞争力，有利于吸引国际企业、个人投资者来投资兴业。新加坡组屋政策促进了
城市开发和国家经济发展。
三、新加坡组屋政策的总结
新加坡作为全球人口密度最高的国家之一，在狭小的国土上，花园般的居住环境，约 90%住房自有
率，被称为“居者有其屋”的成功典范。组屋模式成为世界各地学习借鉴的样本。组屋政策的成功，首先，
在于新加坡领导人高瞻远瞩、政府高效清廉、法制健全严明、社会有序透明。其次，在于执政党与民众之
间形成的“增长联盟”是组屋供应的制度基础，体现了政府建设繁荣国家、包容性社会的决心。最后，还在
于特殊的制度安排，表现为:第一，政府将其定位为基本国策，并制定配套法律法规，成立专门执行机构建
屋局，负责政策落实。第二，政府通过《土地征收法》将大量廉价土地收回为国家所有，为大量持续的建设
组屋提供土地资源。第三，政府制定中央公积金和政府津贴制度，为政府修建组屋和居民购买组屋提供
了资金支持。第四，政府提供不同类型不同价格的组屋，保证大部分居民买得起。第五，政府制定了严格
规范的组屋申请条件、流程，严禁投机炒作套利行为，确保组屋政策有效健康运行。新加坡组屋政策实现
了多赢，解决了民众住房问题，进行了社会财富分配，改善了城市环境并合理布局城市人口，保持了劳动
力低成本，增强了经济危机抗压性。
在社会发展进程中，惠民不仅是给予，民生不仅是分配，科学的决策需要利弊权衡，以此实现持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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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性循环，这才是新加坡组屋政策的务实之道。组屋作为体现新加坡国家意志的一种政策，因此被赋予
了更多的政治、经济内涵。
四、新加坡组屋政策对我国住房市场的启示
新加坡组屋政策以“居者有其屋”为终极目标，把人民的居住权放在最重要位置，保障需要住房的人
能够入住组屋。经过近半世纪发展，已成功解决民众住房问题。新加坡住房市场发展成为以政府计划为
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模式，政府掌控着整个住房市场的主动权，在明确住房居住属性，坚持社会公平原则
下，兼顾房地产市场效率。新加坡组屋政策是政府对社会公共资源再分配，保证低收入者居住权力，其成
功经验值得我们学习与借鉴。
(一)把握“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
在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居住权是人类最基本权力之一。无论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还是在市场经济
体制下，为保障个人居住权，可以通过政府分配的方式来保证，也可以通过市场的方式获得①。如果将住
房作为一种商品，它具有居住属性和经济属性。但是，住房是百姓生活必需品，是人生存权利的载体，更
应该具有准公共品性质。政府应深刻认识到房子居住属性和政治含义。我国政府一直强调“以人为本、
执政为民”的执政理念，在关系到百姓切身利益时，应考虑到当地居民收入水平和房子市场价格，制定促
进房地产市场建康发展的长效机制。政府应将房地产业提升到政治问题、民生问题高度。如果将房地产
业作为国家促进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从消费者角度看，人民将过多收入都投放到住房市场，造成对其他
行业消费不足，进而导致整个社会消费不足，消费市场萧条，企业失去再扩大生产能力，对社会劳动力需
求减少，失业人群扩大，人民收入减少，整个消费市场萎缩，从而形成恶性循环，会造成严重的社会问题。
从投资者角度看，房地产市场火爆，导致大量资金流入房地产市场，盲目投资、追逐“羊群效应”，进一步推
高资产价格，房地产业变成非理性“虚假繁荣”的市场，带来经济结构发展不平衡，长期可能造成经济泡
沫，不利于国家经济健康发展。
新加坡政府通过建屋局和中央公积金制度捏住了社会的中枢神经，与人民的利益联系在一起，与国
民一起分享国家发展的成果。在新加坡城市化进程中，通过组屋形成社区发展，通过社区形成新镇发展，
政府为居民提供各种标准化公共物品，满足生活需求，增进了国民的社会福利，增进了社会公平，让国民
有更多获得感。住房政策是一种社会政策，要坚持以公平为原则，要体现出社会公平正义。牢牢把握住
“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加快构建多主体多层次供给、多渠道多方位保障、租售结合、租售
同权的住房制度，让全体人民住有所居，努力实现“中国梦”。
(二)政府有效履行宏观调控、社会管理的职能
新加坡组屋发展经验表明:政府在解决居民住房问题上，应积极发挥主导作用。安居乐业是百姓基
本生活权利，只有先安居，才能后乐业，居不安，何乐业。安居乐业是我国人民千百年来固有的一种文化
传承。春秋时期道家学派代表人物老子曾描绘的人民“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的“小国寡民”的
理想社会;战国时期儒家思想代表人物孟子主张的人民有“有恒产者有恒心”的社会目标;东晋南北朝时
期陶渊明在《桃花源记》中描绘的人民过着“怡然自乐”的世外桃源生活;近代康有为变革社会而写下的
《大同书》;孙中山先生倡导的以“平均地权”和“节制资本”为主要内容的“民生主义”，都表达了对安居乐
业生活的期盼和向往。在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党的十八大会议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人民对美好生活的
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人民心中最基本美好的生活，就是安居乐业。实现“安居梦”，是实现“中国
梦”的具体表现。
新加坡发挥政府主导作用，依靠有为政府的强执行力和完善的制度安排，确保了组屋政策实行，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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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公共住房有效供给，让“居者有其屋”由理念变为现实。我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房地
产市场理应发挥政府主导作用，建立以政府调控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机制。随着国家经济纵深发展，城
市化、城镇化处于高速发展阶段，大量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寻找就业岗位，对住房产生了巨大需求，给
住房市场带来巨大挑战。目前我国一、二线城市中心区域房价早已破万元，经济特区厦门市住房市场均
价已高达 6 万 /平方米，房价收入比约为 10，远远超过普通市民购买能力，“居者有其屋”理想渐渐成为“遥
不可及的梦想”。同时，一、二线城市有大量流动人口需要租房居住，主要以刚毕业大学生和外来务工人
员为主，然而部分城市有大量的住房空置，积压严重。在这一社会背景下，2017 年 7 月住建部发布公告
称，租房与买房居民享有同等待遇。后来，以北京市、广州市为代表的城市，积极贯彻中央精神，提出“租
售同权”政策，加快发展住房租赁市场，以缓解住房市场的供需矛盾。如何定义房屋属性，是居住、是投
资、是持有，房屋对中国人而言承载了太多的情感。“租售同权”只是国家一个政策方向，细则需要各级地
方政府落实。如何确保惠民政策落地生根，依然路艰且长。
住房问题是中国百姓心中头等大事，“住有所居”是党中央对人民的郑重承诺，要求各级政府从居民
住房需求出发，认清责任，有效履行，不缺位错位越位，把有限的资源分配给最需要的人，着力解决中低收
入群体住房问题。
(三)建立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的长效机制
新加坡住房市场是政府主导、市场调节的双轨制住房供应体系，政府为全国 80%以上的中低收入者
提供各类组屋，对于 20%以下的高收入者，政府选择“有意疏忽”让市场为其提供住房。新加坡组屋是政
府执行各种政策和社会综合管理的抓手和工具，通过为广大居民提供带有社会福利性质的住房与其一起
分享经济发展成果，使社会财富得到合理公平的分配，有利于建设和谐国家。组屋政策的成功体现了“计
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的内涵，揭示了住房特有属性在市场竞争中的失灵，政府在
平衡和保持社会公平和市场效率方面的重要作用。我国房地产市场在取消政府福利分房，走向商品化、
市场化后，近 20 年快速发展中，由于政府对房地产定位不明确，房地产市场的投机泡沫环境产生了多重
扭曲效应。经济高速发展，积累的大量社会财富涌入住房市场，造成房屋价格与市场价值、消费者市场购
买力严重脱节，造成当前普通年轻人置业无力，对社会产生诸多不满。
我国政府可借鉴新加坡成功经验，结合国情，采取积极稳妥、循序渐进的办法解决问题。政府应该全
面深入研究我国住房市场存在的“真实场景”:一是社会上有一部分低收入者买不起房，甚至在城市也租
不起房，这部分人具有最真实的住房需求，政府应给予其资助。二是新一代年轻人，即使是刚毕业的大学
生，每月微薄的工资收入与高房价相比，置业机会渺茫。但是，拥有住房者随着国家经济发展享有房产溢
价的社会财富，对无房者来说，是社会财富再次分配的不公平，政府应扶助其逐步踏上置业阶梯。三是一
方面部分社会资本没有找到正确的投资渠道，非理性进入虚拟经济领域，致使实体经济发展受阻;另一方
面我国各地方存在因政府建设资金缺位或不到位造成的民生住宅工程烂尾、工程停工等社会问题，政府
应对其合理引导与规范。
对于第一种“场景”:政府可根据人口居住特点并结合当地实际，投资兴建一定数量户型设计合理的
廉租房，完善生活、交通等基础设施，制定科学的住房分配制度与合理的房租价格，按合同条件、时间期限
分配给低收入者居住，对部分生活困难者可适当减免部分租金。当部分租住者收入水平提高了，不符合
廉租房租住要求，政府可收回住房，再次分配给最需要的人。尊重市场契约精神，严格按照合同办事。
对于第二种“场景”:政府制定土地出让规划时，在保证开发商合理市场利润前提下，可规定部分土地
的指定用途，要求将部分住房出售给当地首次置业者，在价格上政府不予资助，申请者购买后自居，不能
对外出租。政府可通过首次置业房面积和申购者资格的限制，间接调控开发商住房价格。当首次置业者
要改善居住条件，可将住房转售给当地首次置业者，这样资源可以得到高效利用。政府保证首次置业房
的建设用地，制定严明政策法规，严厉打击造假、投机、炒作、套利等不良市场行为，净化市场生态。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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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次置业房市场内部环境，政府不干预，让市场机制决定。在大量中低收入者住房问题得到解决后，市场
具有周期性，市场机制内的价格、供求、竞争、风险等因素发挥作用，自行调节市场。政府不用随着房价的
潮涨潮落而“翩翩起舞”，政府调控压力变小，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凸显。
对于第三种“场景”:政府可拓宽社会资本的投资渠道，引导、规范其进入安置房、公租房、保障房等房
地产开发领域，协助国家经济发展，推动城市化、城镇化建设。在国家民生性住房得到基本保障后，政府
可适当放开住房投资市场，让部分资产价格真实反映资金供求关系和社会经济规模。伴随着国家经济繁
荣，可增加居民因资产价格上涨带来的财产性收入，让更多人共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
五、结 语
中国住房市场问题，既不是人地供需失衡问题，也不是市场效率问题，而是在市场局部失灵的情况
下，政府价值取向和市场干预问题。新加坡组屋政策以“居者有其屋”为理念，实现了居民安居乐业的愿
望。我国政府可借鉴新加坡成功经验，从确保社会稳定，均衡社会财富角度，调控房地产市场。科学规
划、有序推进，由“租者有其屋”向“居者有其居”逐步过渡到“居者有其屋”方向发展。建立符合中国国
情，适应市场经济规律的租售并举的住房体系，实现市场的动态平衡，是中国房地产市场的治本之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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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ngapore HDB Flats Policy and Housing Market in China:
An Analysis of New Political Economics
YANG Xu-dong1，2
(1． School of Public Affairs，Xiamen University，Xiamen 361005，China;
2． Teaching Affairs Office，Guizhou Normal University，Guiyang 550001，China)
Abstract:Housing is a livelihood issue，as well as political and economic issues． The HDB flats policy in Sin-
gapore can be regarded as a model of the world． While embodying the essential nature of residence，this policy
has been endowed by the government with several implications of political party election，social stability，nation-
al recognition，ethnic integration，community construction，urban development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government has solved all kinds of social problems by the HDB policy while fulfilling its social management func-
tion． As a kind of daily necessity，housing is chiefly to live rather than to develop economy． Taking into account
China’s national conditions，the government of China is suggested to learn from the successful experience of Sin-
gapore，providing useful reference for the healthy and orderly development of China’s housing market．
Key words:HDB flats;Singapore;housing policy;new political economics
67
2018 年 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第 2 期
